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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里达使用“弥赛亚事物”（ ｌｅ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ｑｕｅ）、“弥赛亚性”（ ｌａ ｍｅｓｓｉａｎｎｉｃｉｔé）这些表述，其基本含义大致类同，本文统称其为“弥赛亚“，但这并非通

常所说的那个救世主“弥赛亚”（ ｌｅ Ｍｅｓｓｉｅ）。

德里达的“弥赛亚”何以“没有弥赛亚主义” ？

莫伟民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 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 弥赛亚主义通常是指某个受苦受难的民族或全人类在未来能通过弥赛亚而获得拯救的宗教、
政治、哲学、社会、历史和文化学说。 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罗森茨威格、布洛赫、本雅明、列维纳斯等都

提出了重要的弥赛亚思想。 而德里达在全球霸权借助于远程技术和多媒体等高科技而使得世界局势

动荡不安、人类生活变得愈加艰难的新苦难时代，倡导一种超越复仇和功利算计的作为赠礼的正义观，
阐发了其“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理论。 本文拟从德里达关于“时代”、“正义”、“弥赛亚”这三者的

理论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来论述德里达的弥赛亚何以“没有弥赛亚主义”，并对此种独特的弥赛亚理论作

出几点理论评述，结论是：德里达“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不仅没有否定弥赛亚主义，而且是对弥赛

亚主义的一种回应，对某种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一种回应，对政治行动主义的一种回应，对西方主体

性形而上学的一种回应。 德里达的弥赛亚思想，在福山宣称的“历史终结”处解构历史的终结以便超越

历史的终结，因而，它既非宗教弥赛亚主义，也非本雅明主义，更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一种解构主义

政治哲学。
【关键词】 时代　 正义　 弥赛亚　 弥赛亚主义　 德里达　 福山　 本雅明

　 　 每当时代动荡不已、历史焦躁不安、民主深受威

胁、正义受到践踏、政治前景暗淡时，种种弥赛亚主义

就会登堂入室。 苏联、东欧剧变后，人类再次面临着

历史抉择。 历史向何处去？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向何

处去？ 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 众说纷纭。 坚定的马

克思主义者们确信社会主义道路曲折向前，最终通向

共产主义，而洋洋得意的自由主义者们高呼共产主义

历史终结，自由资本主义胜利凯旋，政治马克思主义

寿终正寝。 面对左右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读解，德里达

对时代、历史和世界作了解构主义解读，断然拒斥“历
史终结论”，揭露当今世界上现实存在的种种苦难而

否认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所标榜的“盛世福音”，倡
导“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①，弘扬马克思主义的

批判精神。
人们热衷谈论德里达“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

亚”，但这种弥赛亚何以“没有弥赛亚主义”却是一个

需要继续追问的重要问题。 德里达这种弥赛亚，并非

宗教意义上的，也非本雅明意义上的，而是解构主义

的，是在所谓“历史终结”后来探讨历史可能性的一种

激进方式。 本文拟从德里达关于“时代”、“正义”、
“弥赛亚”这三者的理论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来论述这

个问题。 因为何种时代引发何种事件，何种事件急需

何种正义，何种正义期待何种弥赛亚。 “无弥赛亚主

义的弥赛亚”实质上就是德里达坚持其解构主义立场

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新福音论进行批判，揭露新自

由主义政治自由理念和经济自由思想的巨大缺陷，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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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宗教弥赛亚主义、对某种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作出

理论回应。

一、 何种时代？

解构主义所处的时代不是哈姆雷特实施复仇的

那个“颠倒混乱”的时代，不是“神圣同盟”出于恐慌

而驱逐共产主义幽灵的时代，也不是第一次和第二次

世界大战两大军事团体对决的时代，也不是反封建反

奴役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运动时代，而是冷战后世界

霸权借助高科技给人类带来新苦难的时代，而并非资

本主义自由民主高歌猛进的新福音时代。
德里达重申其一贯的反霸权立场，无论是世界政

治霸权还是国际经济霸权。 德里达发现，２０ 世纪八

十年代末，一种世界性霸权，世界上一种占统治地位

的话语，关于马克思著作和思想的话语，关于马克思

主义的话语，关于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的话语，通常

以狂热、兴奋和迷惑的口吻宣称：马克思已死，共产主

义已亡，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已随之灰飞烟灭，资本

主义万岁，市场万岁，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幸甚！① 针

对这种历史终结论的狂欢、自信和自欺，德里达揭露

这个独断论式的霸权否认并掩盖了一个事实：资本主

义与自由主义世界所有古老的模式在世界上一片黑

暗，它们在威胁人类同时也受到人类的威胁。
面对一个脱节的时代、一个乱了套的时代，直面

一个糟糕的世界、一个暗淡的世界，经历一段不合时

宜的历史、一段磨损无序的历史，人们怎么能执着于

一方面冷静轻率地歌颂资本主义或经济和政治自由

主义的胜利，歌颂“作为人类政体之终点的西方自由

民主的普遍化”，歌颂“社会阶级问题的结束”②，另一

方面又狂热地愤世嫉俗地宣称人的尊严已在任何时

刻任何地方得到了相互承认？ 德里达在此对科热夫

和黑格尔那种乐观主义的批评是显而易见的。
世界图景依然黯淡无光，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内外

交困，人类命运依然悲惨凄苦。 德里达看到，在国内，
议会形式的自由民主制在世界上愈来愈处于少数和

孤立的境地，并在西方民主国家愈来愈多地发生功能

障碍。 不仅大量的社会经济机制扭曲了选举代表或

议会生活，而且技术－电视－媒体设备、信息和通信的

新节奏、新速度、新结构已经从根本上打乱了西方代

议制在公共空间中的运作。 媒体不仅剥夺了政治人

物从政党、议会等旧的政治空间中获得的合法权力，
还迫使政治人物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演员、傀儡。 在国

际上，经济战争、民族战争、少数民族战争、种族主义

和仇外心理的释放、种族对抗、文化和宗教冲突，都在

撕裂民主欧洲和当今世界。 德里达列举了下述“新世

界秩序”（ｎｏｕｖｅｌ ｏｒｄｒｅ ｍｏｎｄｉａｌ）的十大伤口又使得这

幅内外交困而破败不堪的图景变得更加暗淡，从而揭

露了自由民主或社会民主的资本主义的欣喜之最盲

目和谵妄的幻觉实质，甚至揭露了自由资本主义之正

式的或法律主义的人权修辞具有的越来越明目张胆

的虚伪实质。
这十大伤口依次是：新市场、新技术、新的全球竞

争力产生了一个新的失业时代；大量流亡者、无国籍

人士被驱逐出境，大量无家可归的公民被排除在国家

的民主生活之外；欧共体各国之间、欧共体国家与东

欧国家之间、欧洲和美国之间，以及在欧洲、美国和日

本之间发生的无情的经济战争，使得国际法不能有效

地发挥正当作用；贸易保护主义和干预主义使得资本

主义国家无法把控自由市场的概念、规范和现实中的

矛盾；外债的增加和其他相关机制的恶化使全世界大

部分人口陷于生存危机，影响了受制于西方民主和人

权话语的许多地缘政治的波动；军火工业和贸易超过

毒品贩卖而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核武器的扩散

越来越不受控制；被一种共同体、民族－国家、主权、边
界、土壤和血缘的原始概念幻想所指导的族裔间的战

争正在成倍增加；世界上无处不在的、无孔不入的超

效力的资本主义幽灵国家不仅入侵了社会经济组织

和资本的普遍流通，也入侵了国家机构和国家间的机

构；国际法及其机构尽管较为完善并取得了不可否认

的进步，但其规范、章程和使命仍受制于某些欧洲哲

学概念，特别是国家或民族主权概念，而且其具体实

施仍然主要由那些特定的民族－国家的技术经济和军

事力量来主导并实施霸权。③

针对国际法的危机和局限性，德里达要反思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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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的、有时是虚伪的所谓人道主义的名义进行干预或

介入的权利，从而在某些条件下限制国家的主权。 而

他倡导的“新国际”指的是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国

际法及其概念和干预领域实施一种深刻的变革，扩大

其覆盖范围，适应国际关系新变化。 国际法如果要契

合于其所宣称的民主和人权理念，其适用范围就应该

扩大，不仅要覆盖国家主权和幽灵国家，还应包括全

球的经济和社会领域。 一个“新的国际”正在通过这

些国际法的危机而被寻求，并且已经在谴责关于人权

的话语的局限性，这种话语仍然是不充分的，有时是

虚伪的，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式的、与自身不一

致的，只要市场规律、“外债”、技术科学的、军事的和

经济的发展之不平等将保持一个有效的不平等，只要

这种不平等在今天与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相比

都同样可怕。 因此，在一些人敢于以那最终达成人类

历史理想的自由民主之名义宣传新福音时，德里达必

须大声疾呼：在地球和人类的历史上，暴力、不平等、
排斥、饥饿和经济压迫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影响到这

么多人。 因此，与其在历史终结的欣喜中歌颂自由民

主和资本主义市场理想的到来，与其庆祝“意识形态

的终结”和伟大的解放话语的结束，不如让我们永远

不要忽视这个由无数奇异的苦难组成的宏观证据：任
何进步都不允许我们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绝对数

字上，地球上从未有这么多男人、女人和儿童被奴役、
受饥饿或被灭绝。①

在德里达眼里，人类依然在经受苦难，西方资本

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并未把人类带入希望之乡。 而

福山则看到无论是左翼极权还是右翼威权在维持强

势政府内部政治团结力量时已力不从心，而资本主义

自由经济已让东亚和拉美国家认识到这条国强民富

的现代化道路。 因此，２０ 世纪结束前只有自由主义

理念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得以幸存。② 福山在左、右极

权主义趋于衰退之时，从近代科学的经济逻辑和黑格

尔基于“承认斗争”的非唯物史观这两个方面来思考

并坚信一以贯之的民主自由的线性“普遍史”。 福山

听到了这种普遍史带来的“福音“并叫嚣：尽管经济思

想中的自由革命和全球政治解放进展不一，但都会朝

向民主自由这个唯一的、一贯的政治目标，因为自由

民主已克服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

竞争对手而可能形成了“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
和“历史的终结”。③ 在这个普遍历史进程中，即使欧

美民主自由国家还有不公正或深层社会问题，但这也

只是民主自由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操作问题，而非民主

自由理念本身的问题。 而现代民主社会存在的毒品、
流浪、犯罪、环境破坏、消费主义等突出问题尚未严重

到足以诱发整体社会革命的程度。 于是，福山因把普

遍而交互的承认欲望视为历史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

固守其黑格尔主义者的立场，并妄称马克思主义因未

能把“灵魂中的气魄部分”和“为承认进行斗争”的欲

望当作历史主要动力而显得不完整。④

德里达断定，尽管福山也并不回避两次世界大战

的屠杀、极权主义的恐怖等经验性事件，但福山著作

《历史的终结》是一部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

义传统终结而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大获全胜的福音书，并质疑福山所言一部连贯而有

方向的人类历史将导致大部分人类走向自由民主制

度这一终极理想。 在我们这个充满无时不在、无处不

在、数目繁多、结局悲惨的经验事件的时代，福山这位

福音派人物宣称自由民主与自由市场的联合就是 ２０
世纪最后 ２５ 年的“福音”。⑤ 德里达则批评福山这部

在西方意识形态超市上风靡一时的著作隐瞒了一个

事实：庆祝资本主义及其自由民主制度胜利的话语从

未像现在那样面临危机、处于灾难、受到死亡威胁。
福山自以为自己的历史终结论有黑格尔－马克思理论

的双重加持。 其实，在笔者看来，当黑格尔遇到马克

思，在黑格尔和马克思这两位历史终结论者之间，福
山还是选择成为黑格尔信徒，确信历史终点就是资本

主义天堂乐园的自由国度，而不是成为马克思的信

徒，确信历史的终点是共产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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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何种正义？

世事乱象，人间疾苦。 国际法应接不暇，顾此失

彼。 而德里达的“新国际”为回应“正义的呼声”而在

“脱节的时代”“糟糕的世界”应运而生。 脱节总会导

致损伤，而损伤总是可能产生困苦，而困苦势必呼吁

正义。 我们知道有倡导惩恶扬善的司法正义，维护公

序良俗的道德正义，践行救世济民的经济正义。 那

么，德里达所论的又是哪种“正义”？
时代脱节了。 这是一个断离的、脱臼的、错位的

时代，一个错乱的、失调的、失常的、既失序又疯狂的

时代。 时代之链脱开了，时代被放逐了，脱离了自身，
变得失调了。 德里达强调哈姆雷特所说的“这是一个

脱节的时代”，不仅是他所处的历史的脱节和世界的

脱节，也是我们当今时代的脱节、历史的脱节和世界

的脱节。 从脱节的时代堕入腐败的时代，从失调滑向

非正义是容易的。 当然，德里达认为哈姆雷特诅咒的

并非是这个时代的腐败，而是他注定要作为法律人以

复仇的形式来伸张正义、拨乱反正、纠正错误、恢复秩

序、重振乾坤的悲剧使命以及作为幽灵先行存在的赎

罪本身的赎罪。 德里达发现从哈姆雷特、尼采、海德

格尔到本雅明，他们都在抱怨：如果法权取决于复仇，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在弥赛亚的日子里渴望最终将摆

脱复仇命运的正义？ 或者是否可以盼望那在源头上

完全无关于复仇的全新一天来临？ 虽然这个脱节的

时代、当今原初腐败的时代决定了难以且不可能在这

两者之间进行抉择，但日渐失调、愈加糟糕的时代却

是宣告公正所必需的，而这种正义并不是在为恢复法

律秩序而进行复仇或惩罚的可计算和可分配的经济

学意义上的，而是在为恢复赠礼的不可计算性和非经

济的朝向他人（ｌ􀆳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 à ａｕｔｒｕｉ）的
独特性这般意义上的。① 德里达也是在列维纳斯意义

上把正义视为与他者的一种关系。 我们该如何看待

他人的受苦受难？ 我们该采取何种行动来消除时代

的脱节？ 正义的正义是什么？

德里达关注并质疑海德格尔在《阿那克西曼德箴

言》中将 Ｄｉｋè 一词解释为和弦或和声的接缝、毗邻、
调整、连接，而与此相反，Ａｄｉｋｉａ 则是脱节的、错位的、
扭曲的、不合法的、不公正的，甚至是愚蠢的东西。②

海德格尔撇开该词的法律或道德意义来加以考察，认
为 ａ⁃ｄｉｋｉａ 就是指缺乏 ｄｉｋè，指事情进展不顺利，掉链

子，脱节 （ ｌａ ｄｉｓｊｏｉｎｔｕｒｅ），指时代有了裂缝、非正义

（ｌ􀆳ｉｎｊｕｓｔｉｃｅ）。 海德格尔认为给出 Ｄｉｋè，就是缝接裂

缝，给出连接，这是必要的、繁重的职责，而不是像尼

采所说的通过惩罚、偿付或赎罪来匡扶正义、恢复正

义。 海德格尔对该箴言的读解就是设法去除作为赠

与的 Ｄｉｋè（正义）具有复仇的含义。 “正义问题，这个

总是超出法律范围的问题，在其必然性如同其两难困

境中，不再与赠与（ ｌｅ ｄｏｎ）问题分离。”③给予只是基

于在场（Ａｎｗｅｓｅｎ），把属于自己的东西留给他人，把自

己所特有的并使自己在场的那个与自身的协和留给

他人，给予不仅意味着放弃（ｗｅｇｇｅｂｅｎ），还更原初地

是指授予与协和。 如果人们像海德格尔那样从作为

在场的存在出发来思考 ｄｉｋè，就将证实：“正义”首先

是、最终是、尤其合适地是授予与协和（ ｌ􀆳ａｃｃｏｒｄ）的嵌

合（ｌ􀆳ａｊｏｉｎｔｅｍｅｎｔ），而非正义就是分离、断离。④ 而德

里达虽然也强调正义不可还原为法律，但要解构海德

格尔的作为和谐的正义概念，持有与海德格尔相反的

观点，认为无限的、不可还原的断离和脱节在正义的

核心处、正义体验的核心处要求其权利⑤，正义并不在

于使得并不正义的行为变得协调和顺畅，而是不带任

何功利的赠与。
解构主义探寻法权、道德和政治的基础而不陷于

基础主义或反基础主义之争，因为正义是可解构者之

不可解构的条件和基础。 在《法律的强力》一文中，德
里达致力于探讨正义区别于法律的规则、规范或标

准。 “法律不是正义”。⑥ 正义是无限的、不可计算

的、不可解构的、并不受制于规则的，而法律是可稳定

的、成文的、可计算的、可解构的、受到规则约束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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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的。 法律并非正义的化身，合法的并不就是合乎

正义的。 在康德严格意义上讲，“没有强力就没有法

权”①，作为法律、成为法律的那种正义概念本身本质

上依赖于强力，正义只有一开始持有强力才能成为法

权的正义，没有强力的正义不是法律的正义。② 强力

是法律正义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 如康德所言，我们

的行动会遵从职责而非尊重法律，那么，一个行动就

不可能既合法又正当。 那如何区别公正的力量与不

公正的暴力？ 德里达谈到帕斯卡尔将强力视为正义

具有的“一种本质谓项”③，并赞同蒙田的看法：“法律

正义，作为法律的正义，并不是正义”。④ 人们服从法

律是因为信仰其权威，而不是因为法律是公正的。
“法律本质上是可解构的，或者是因为法律是被奠基

的，即建立在可解释和可转化的文本层上，或者是因

为法律的最终基础是不被奠基的。 法律是可以解构

的，这并不是一种不幸。 我们甚至可以在其中发现所

有历史进步的政治机会。”⑤法律由于超越约定与自

然之间的对立而是可建构的，并因此使得一种根本上

总是涉及法律问题和法律主体的解构成为可能。 正

是法律或作为法律的正义具有的这一可解构的结构

恰恰确保了解构的可能性。 超越法律的正义本身则

是不可解构的。 “解构就是正义”。⑥ 基于权威的法

律正义本身隐含着甚至就是非正义的暴力，是无基础

的，因而是可解构的。 而能够对此种法律进行解构

的，正是基于精神而超越法律的不可解构的正义

本身。
德里达呼吁的正义是超越法律的，不是作为法律

的正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无关于正义，而是强调

法律通过解构走向不可解构的正义，正义只有不仅通

过法律也超越法律才是可欲求的。 解构就在可解构

的法律与不可解构的正义之间的间隔中运作。 正义

是一种关于不可能者的经验，而解构确保、允许、准允

了正义的可能性。 正义作为解构的可能性，是法权的

结构，是作为解构实施之可能性的法权之自动准允的

结构。 解构主义关于超越交换和分配之赠礼的话语，
关于不可确定性、不可估测性、不可计算性的话语，关
于独特性、差异性和异质性的话语都至少是关于正义

的间接话语。 这种正义虽然宣称其普适性，但总是指

向种种独特性、指向他者的独特性。 在此，德里达的

正义概念接近列维纳斯的正义概念（“正直地欢迎他

者之脸”⑦）：与他者的他律关系，与他者的脸的他律

关系，我接受他者之脸的命令而成为其人质。 列维纳

斯这里所说的“正直性”显然不是一个法律用语，但也

并非无关于法律。 德里达认为这种正义观不仅是无

限的，因为它是不可化简的，它之所以不可化简是由

于他者，是由于他者在任何契约之前就已作为一个始

终是他异的独特性到来了。 这种正义观也是不可摧

毁的，因为它要求赠礼而无需交换、流通、承认、计算、
规则、理性。⑧ 德里达不愿意过早地将这种“正义观”
比作弥赛亚承诺的任何内容，而是认为正义作为一种

允诺总是具有整个弥赛亚形式、整个弥赛亚性。 正义

尚待到来，正义会到来，正义要到来，正义展开了那些

不可化简地要到来的事件的维度。 只有当那些超越

计算、规则、程式和预期的事件是可能时，才会有正

义。 正义是事件的机缘，是历史的条件。⑨ 因此，德里

达很明确，正义虽然超越法律和计算，但我们不能也

不应以此为借口来避免在一个机构或一个国家内部，
在机构之间或国家之间发生的那些法律－政治斗争。
当然，为废除奴役而斗争那种经典的解放理念已变得

过时，当今必须加以重塑的解放概念，必须超越大规

模地缘政治司法政治化之当今可识别的领土，必须超

越所有谋求私利的转移和检查，必须超越所有那些对

国际法的确定的和特殊的再占有。 语言教学和实践、
法典合法化，科学研究的军事用途、堕胎、安乐死、器
官移植、宫外孕、生物工程、医学实验、艾滋病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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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毒品和“无家可归者”等的宏观或微观政治，
以及动物生命①等，都是德里达予以重点关注的解放

事宜。
德里达当然想到了：一旦从赠与出发即超越法

律、算计和交易去思考正义这样的力量和必要性，就
会有把整个正义运动置于在场的影响之下的风险，无
论这是遗产意义上的在场，还是临到在场的事件意义

上的在场；无论是向被嵌合的自身在场的存在这个意

义上的在场，还是作为在场的他者之专有物意义上的

在场。 德里达当然也想到了：在超越法律，更超越法

律主义，超越道德，甚至更超越道德主义时，作为与他

者相关的正义也会相反地在存在或时代本身中假定

一种难以缩减的过度的断离、一种过度的不合时宜、
某个过度的断裂、某种过度的脱节混乱，而这种过度

脱节总是冒着的邪恶、侵占和非正义的风险，难道惟

有这种过度脱节才能对作为他者的他者主持公道或

给予公正？② 德里达正是在对这种过度脱节（ ｌ􀆳Ｕｎ⁃
Ｆｕｇ）的解释中看到了解构活动与正义可能性的关系、
解构与必定无条件地交由他者的独特性、绝对先行

性、在先的异质性的关系。③ 这种在先的异质性不仅

先于我，先于任何在场者，也来自将来，来自作为事件

之来临的未来。 必然的断离，正义的去总体化条件，
在这里确实是在场者的条件，因此也是在场者的条件

和在场者之在场的条件。 在这里，解构总是被宣告为

是对赠礼和不可解构的正义的思想，这种正义是所有

解构之不可解构的条件，但这也是一种本身处于解构

之中的条件，并受令保持并且必须保持在 ｌ􀆳Ｕｎ⁃Ｆｕｇ 的

断离之中。 唯有如此，正义才不会停留在履行职责的

良知上，才不会失去未来的机会、承诺或召唤的机会，
以及它“自己”的可能性的机会，才不会失去那种弥赛

亚事物。④ 赠礼意义上的正义具有的不可解构性，确
保了事件的事件性、他者的独特性和他异性。 而在不

可避免的总体化视域（充分恢复、补偿或重新占有的

运动）中，正义有可能再次化简为沦为法律－道德的规

则、规范或表征。⑤ 总之，德里达所说的正义是政治赠

礼意义上的，而既不是法律惩罚和道德谴责意义上

的，也不是经济补偿意义上的。 而政治赠礼也只有在

“新国际”这样的友谊联盟中才是可能的。
我们必须看到，德里达在论述正义之需迫不及待

时，似乎陷入了一种循环。 德里达的延异不仅仅是指

延宕、延期、延搁、延迟，也是指因延异而具有的绝对

独特的急促性，因而，它对迫不及待的、难以对付的和

无条件的正义之需的应答不会延搁。 延异与“此时此

地”在闭合圈中的循环重合，彼此成就：在抑制不住的

延异 （ ｌａ ｄｉｆｆéｒａｎｃｅ ） 中 迸 发 出 此 时 此 地 （ ｌ􀆳ｉｃｉ⁃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ｔ）。 “没有他异性（ ｌ􀆳ａｌｔéｒｉｔé）就没有延异，没
有奇特性（ ｌａ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ｔé）就没有他异性，没有此时此

地就没有奇特性。”⑥延异是时间的空间化和空间的

时间化。 德里达的弥赛亚时间是折叠式的：时间折叠

到空间，现在折叠到未来，历史折叠到非历史，同者折

叠到异者，政治折叠到伦理，文本折叠到行动，理论折

叠到实践。 如是，这个循环就具有了特异性，成了“没
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之结构特征。

三、 何种弥赛亚？

世事纷乱，天灾人祸，人间疾苦，此时被期待降临

的弥赛亚，临危受命，忍辱负重，匡扶正义，恢复秩序，
救世救民。 犹太教历史上，第一位弥赛亚摩西受上帝

派遣，率领受苦受难的埃及犹太人，穿越旷野荒漠，跋
山涉水，最终抵达上帝应许之地———“流着奶和蜜”的
迦南，立下“摩西十诫”律法。 这是犹太教“复国救

主”意义上的弥赛亚。 那么，在德里达心目中的“新国

际”，回应超越法律的那种正义之声，救民众于苦难，
扶大厦之倾倒，矫历史之偏，为时代拨乱反正，给世界

带来光亮，为他人提供赠礼，引领民众走向善好生活

的弥赛亚，又是哪种弥赛亚？ 未来的来临者，始终要

到来，却又不可预测，“没有期待的期待”是德里达特

有的弥赛亚理念。 阿甘本曾断言德里达的解构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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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受挫的弥赛亚主义，是一种弥赛亚事物的悬置”①，
而关注当下的随时到来的弥赛亚呼召，就像本雅明一

样相信弥赛亚每时每刻会降临。 而德里达“没有弥赛

亚主义的弥赛亚” （ ｌｅ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ｑｕｅ ｓａｎｓ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ｓｍｅ），
既不是宗教救世主意义上的弥赛亚，也不是本雅明具

有时效性的弥赛亚主义，也不是詹姆逊所说的乌托邦

主义。
德里达强调，非正义的现实与理想性本质之间发

生断裂，并不是如同福山所说的只存在于与自由民主

制度悖逆的神权或军人独裁那样更原始的统治形式

中，也明显存在于包括西方民主制度在内的一切民主

制度中。 因而，德里达总是探讨一种即将来临的民主

制度，而不去讨论无法实现的、将来在场的将来的民

主制度。 即将来临的民主制度之承诺的有效性和现

实性，犹如共产主义之承诺的有效性和现实性，必将

包含这个内在的绝非决定论的弥赛亚希望，包含这个

与某个事件的即将来临、某个个体的即将来临以及与

他者的相容性之即将来临的末世论关系。 遥遥无期

的期待，没有期待的期待，这个事件的可能性条件也

是其不可能性的条件，就像没有内容的弥赛亚主义，
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一样。 而如果没有了这种

不可能性的体验，也就放弃了正义与事件，也就认可

了经济算计并宣告由伦理、好客或各种弥赛亚主义在

事件边界设置边检以筛选来临者。 因此，无论诺言允

诺了什么，无论诺言是否兑现，有些诺言从而有些作

为即将来临的未来的历史性却必定有其必然性，是必

然的诺言。 这就是德里达所说的“没有弥赛亚主义的

弥赛亚”。②

唯有把正义视为不可解构的赠礼，我们才有机会

获得这种“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这种没有内

容、没有可识别之弥赛亚的“荒漠般的弥赛亚主义”
（ｃｅ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ｓｍｅ ｄéｓｅｒｔｉｑｕｅ），这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沙

漠、“沙漠中的沙漠”；这个深不可测的和混沌的沙漠

向他者发出信号，在期待或召唤我们这里在不知道弥

赛亚事物（ ｌｅ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ｑｕｅ）的情况下所说的他者的到

来、作为正义的到来者之绝对和不可预期的独特性。③

德里达在此否认他所说的弥赛亚是宗教意义上的救

世主，而“荒漠”、“沙漠中的沙漠”则意指缺乏正义之

地，需要他者可能的到来、需要他者可能的栖居。
这种弥赛亚事物是非宗教的，具有不可解构的结

构性，是对具有事件性、历史性和不确定性的解放性

允诺的某种体验，体现着德里达意义上的正义观和民

主观。 “……这甚至可能是一种结构性弥赛亚主义的

形式，一种没有宗教的弥赛亚主义，甚至一种没有弥

赛亚主义的弥赛亚事物（ ｕｎ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ｑｕｅ），一种正义

的观念———我们总是把正义与法律甚至人权区分开

来，和一种民主的观念———我们把民主与其现在的概

念和当今被确定的述谓区分开来。”④

“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具有非宗教、非神学

的性质。 德里达谈到有一种以原始形式出现的向宗

教的回归，这种弥赛亚空间中的回归多元决定了民

族、国家、国际法、人权、权利法案等所有问题，但并非

是向宗教弥赛亚主义的回归。 “如果弥赛亚呼召本身

属于一个普遍的结构，属于历史向未来开启的这个不

可化简的运动，因而属于经验本身及其语言（对即将

来临者的期望、承诺和应诺，拯救以及超越法律之正

义的逼近、紧迫、急需，对不在场的他者给予的保证

等），那么，我们怎么能用亚伯拉罕式弥赛亚主义的人

物来思考这种呼召呢？”⑤由于亚伯拉罕弥赛亚主义

没有预先决定、预示甚至命名来临者的形象，德里达

宁愿说弥赛亚的，而不说弥赛亚主义，以意指一种经

验的结构，而不是一种宗教。 德里达要设想出一种弥

赛亚事物之非神学的一种遗产。 苦行清除了所有圣

经形式的弥赛亚希望。 开放地等待着作为正义的事

件，这种好客（ 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é）只有在它关注自身的普遍

性时才是绝对的。 总是并且必定是革命性的、紧迫的

弥赛亚式事物，是一个没有期待视域的期待，是一个

不可化简的悖论。 人们总是可以把这种弥赛亚事物

近乎无神论的干枯视为诸宗教的条件，人们总是能认

７７

德里达的“弥赛亚”何以“没有弥赛亚主义”？

①

②
③
④
⑤

Ｇｉｏｒｇｉｏ Ａｇａｍｂｅｎ，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ａｔ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ｓ， ｔｒａｎｓ．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Ｄａｉｌｅｙ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１０３．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ｒｒｉｄａ， Ｓｐｅｃｔｒｅｓ ｄｅ Ｍａｒｘ： Éｔａｔ ｄｅ ｌａ ｄｅｔｔｅ， ｌｅ ｔｒａｖａｉｌ ｄｕ ｄｅｕｉｌ ｅｔ ｌａ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Éｄｉｔｉｏｎｓ Ｇａｌｉｌéｅ， Ｐａｒｉｓ， １９９３） １２４．
Ｉｂｉｄ．， ｐ．５６．
Ｉｂｉｄ．， ｐ．１０２．
Ｉｂｉｄ．， ｐ．２６６．



出这块借自上帝的干旱之地，而所有弥赛亚的活生生

的形象，无论是被宣布的，还是被承认的或仍被等待

的，都生于斯长于斯。① 对来临者说“是的”，对不可

预料的未来说“来吧”；人们想把如此这般绝对好客的

形象的承诺“托付给一个如此不可能的经验，托付给

一种如此不安、脆弱和赤贫的准‘弥赛亚主义’，托付

给一种总是预设的 ‘弥赛亚主义’，托付给一种准先

验的但被一个没有实体的唯物论所热衷的弥赛亚主

义”。② 而倘若没有这种绝望的弥赛亚主义，那希望

就只能是方案的计算，我们的身心将不再接待访客，
我们甚至不再想到要看见到来，有的只是没有正义的

法律。
德里达的弥赛亚也不是乌托邦主义的，他认为詹

姆逊错误地把他所说的“一种微弱的弥赛亚性力量”
视为乌托邦主义的。 因为德里达把弥赛亚性视为经

验的一种普遍结构，而非任何种类的宗教弥赛亚主

义；因而，弥赛亚性绝非乌托邦的，而是“在此时此地

参照最具体最真实的事件的到来，即参照最不可化约

地是异质的他异性”。③ 这种对即将来临的事件的赛

亚性的担忧 （ ａｐｐｒéｈｅｎｓｉｏｎ） 是最 “现实”、最 “直接

的”，这种担忧是一种没有期待的期待 （ ｕｎｅ ａｔｔｅｎｔｅ
ｓａｎｓ ａｔｔｅｎｔｅ），因而是欲望与痛苦、断言与恐惧、允诺与

威胁之间的一种不可化约的融合。 尽管这里有期待，
但这种向事件的展示却与一种允诺、一种命令毫不延

缓地介入的指令密不可分。 由于弥赛亚性是一个与

事件、与来临者之相异性的关系之普遍结构，是一种

先于或独立于任何存在论的有关事件的思想，所以，
德里达对弥赛亚性的阐述看似抽象，但还是表达了最

具体也最革命的紧迫性。 “弥赛亚性除了乌托邦什么

都是，它此时此刻指挥着打断事物、时间和历史的日

程进程；它与一种对他异性和正义的断言密不可

分。”④德里达要在每个事件的进程中毫不延缓地去

分析、估价并因而担当这种无条件的弥赛亚性是如何

应当在这样或那样特殊的实际境遇中协商其条件的。

这种分析、估价和担当着眼于此时此刻并有独特的方

式，因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屈服于乌托邦，而如果人

们不参照德里达所说的弥赛亚性，那倒反而不能说明

一般乌托邦的可能性了。 这说明德里达的弥赛亚不

仅不是乌托邦，反而还是乌托邦的可能性条件。
德里达也否认詹姆逊所说的他这种思考弥赛亚

性的非乌托邦方式源自于本雅明传统，因为德里达否

认本雅明式主题与他的主题之间的连续性具有决定

性意义，而更多强调这两种主题之间可能存在的非连

续 性。 从 原 则 上 说， 德 里 达 对 “ 弥 赛 亚 的 ”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ｑｕｅ）这个词的用法无关于任何弥赛亚主义

传统，本雅明的弥赛亚主义也不例外。 德里达正是在

此意义上确切地谈论“无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
（ｍｅｓｓｉａｎｎｉｃｉｔé ｓａｎｓ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ｓｍｅ）。 “没有弥赛亚主义

的弥赛亚”这个插入语当然是德里达的表述，而非本

雅明的。 鉴于本雅明谈论上几代人总是期待我们这

一代人身上具有 “一种微弱的弥赛亚力量 （ ｅｉｎｅ
ｓｃｈｗａｃｈｅ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ｓｃｈｅ Ｋｒａｆｔ）”⑤，因而不能寄希望于未

来，否则，就会否定前几代人对我们期待的微弱的弥

赛亚力量。 而德里达则期待弥赛亚事物在未来的到

来，并强调“一种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并非一种

虚弱的弥赛亚主义，并非一种弥赛亚期待之减弱的力

量。”⑥这里的“没有”是要表明“那个断裂：一种从微

弱到取消、从‘微弱’到‘无’的趋向，因而涉及到本雅

明的观点与我想要提出的观点之间可能的接近的渐

近线，仅仅是渐近线。”⑦德里达强调从“微弱”到“没
有”这两者之间有很大距离，甚至是无限的跃迁，并且

他在设法说明这个弥赛亚结构时所参照的，并非宗教

传统，而是由言语行为理论或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生

存现象学提供的分析之可能性。 于是，只有在一种没

有等待的等待中，才会有未来、来临的时间、他者、事
件、革命和正义。 不同于本雅明认为拯救的秘密隐藏

在语言之中而倡导非暴力的非行动主义和神学弥赛

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德里达强调彰显正义可诉诸必

８７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Ｉｂｉｄ．， ｐｐ．２６６－２６７．
Ｉｂｉｄ．， ｐ．２６７．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ｒｒｉｄａ， Ｍａｒｘ ＆ Ｓｏｎｓ， Ｐ．Ｕ．Ｆ （Ｇａｌｉｌéｅ， ２００２） ６９．
Ｉｂｉｄ．， ｐ．７０．
Ｗａｌｔｅｒ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Üｂｅｒ ｄｅｎ Ｂｅｇｒｉｆｆ ｄｅ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ｓ． 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 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 Ｖｏｌ． Ｉ， ２． ２． Ｅｄ．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 １９７８） Ｔｈｅｓｅ ＩＩ， Ｓ． ６９４．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ｒｒｉｄａ， Ｍａｒｘ ＆ Ｓｏｎｓ， Ｐ．Ｕ．Ｆ． （Ｇａｌｉｌéｅ， ２００２） ７０．
Ｉｂｉｄ．， ｐ．７２．



要的武力和国际性的非宗教的联盟友谊。 不同于本

雅明设法用犹太教弥赛亚主义来补救辩证唯物论，德
里达称弥赛亚事物既不是神学、宗教意义上的，也不

是唯物辩证法的。 不同于“游荡者”本雅明的弥赛亚

主义是折中、神秘、向后看的，“移民者”德里达的“无
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是激进、玄乎、向前看的。

既然德里达认为“弥赛亚事物”独立于任何形式

的“弥赛亚主义” （没有弥赛亚主义），那他为何在描

述这个普遍结构时还要提弥赛亚事物、提任何弥赛

亚，提那个与一种语言、文化和拯救如此明显密切相

关的弥赛亚形象呢？ 德里达的解释是：他所使用的

“弥赛亚事物”一词具有修辞的或教育学的价值，强调

不仅欧洲文化和犹太－基督教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

和世界拉丁文化都以各自方式参照了弥赛亚，而且我

们对宗教的批判也不得不求助于包含在社会联系之

结构和允诺中的对信仰的经验，而“没有弥赛亚主义

的弥赛亚性” 恰恰能表达这种信仰是不同于宗教

的。① 同时，德里达也看到，尽管这是非宗教意义上的

弥赛亚性，但也并非与宗教无关。 因为任何意识形态

现象都包含某种宗教性，人们只有参照宗教模式才能

说明意识形态事物的自主性。 因此，德里达“无弥赛

亚主义的弥赛亚”虽不是任何类型的宗教弥赛亚主

义，但并非无关于宗教。

四、 理论评析

德里达的“弥赛亚性（ｌａ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ｃｉｔé）不仅是贯穿

《马克思的幽灵们》的指导思想，它能够躲避同一性与

自身认同之逻辑的左右摇摆，还“依照一条不稳定的

边界而区别于弥赛亚主义（ ｌｅ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ｓｍｅ）”②，而新

苦难时代的混乱、超越法律和道德的正义吁求，就是

这条分界线的动态呈现。 错位的、不协调、混沌的时

代诱发了地震般的事件，呈现了断裂的、脱节的历史，
呼唤着正义的允诺。 “当下的存在或本质从未是正义

的条件、对象或事物。”③作为不可解构之幽灵的正

义，通过法律并因此超越法律而是可欲求的。 德里达

这样说显然是要强调其解构主义的“弥赛亚”是要回

应超越国家利益、政党纷争、阶级归属的正义诉求，而
明显有别于任何一种弥赛亚主义。 笔者拟对这种“没
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理论作出以下评论。

第一，德里达“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并不是

否定、抛弃、诋毁甚或清除弥赛亚主义。 德里达认为

自己是在布朗肖那种悖谬性使用（没有死亡的死亡，
没有关系的关系）的意义上来使用“没有”这个词，
“没有”并不必然指否定性，更不是指毁灭。 确实，布
朗肖是一位倡导激进革命事件引发历史进程中断的

间断性理论家，谈论“一种只宣告其自主性和闲散性

的弥赛亚主义”④，反对把激进的政治革命力量还原

为最最反政治的弥赛亚拯救力量。 德里达的这个“没
有”是对“有”的某种不予考虑（ ｌ􀆳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因此，
“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说的就是不考虑宗教意

义上的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 德里达出于文化传统、
修辞教育和宗教背景等因素而使用“弥赛亚”这个词，
但悬搁了该词的宗教意义。 这里的“没有”是一种中

断，是弥赛亚主义史的中断，德里达的弥赛亚并非弥

赛亚主义史上的一环，并非弥赛亚主义的延续。 从原

则上讲，德里达的“弥赛亚”首先指的是即将到来的最

具体和最真实事件的紧迫性、紧急性和革命性，因而

彻底脱离了任何特定的弥赛亚传统，脱离了希腊－拉
丁－基督教的救世学说。 因而，这里的“没有”凸显的

是德里达要超越任何宗教传统而对“正义”和“民主”
此类即将到来者怀有的一种弥赛亚式期待。 它虽然

是“弥赛亚”，但并不是“唯弥赛亚”，更不是“弥赛亚

主义”。 就好比我们追求科学，但不是唯科学，更不是

科学主义。
第二，德里达“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不仅没

有否定弥赛亚主义，而且还是对弥赛亚主义的一种回

应。 鉴于以往任何弥赛亚主义都局限于其时代事件

和特定的正义诉求，抱有化干戈为玉帛的立场，而未

能最终达成其预期目的，德里达的弥赛亚要植根于新

苦难时代的土壤、呼应作为赠礼的正义，另辟蹊径，尝
试在“新国际”中安置“正义”这个从未能被驱逐的幽

灵，坚持不合法的武力总是在场，甚至认定在许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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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为作为暴力的“革命”一词标记了一种肯定性的积

极价值。 在时代、历史和世界都已脱节、不和谐时，德
里达肯定解放性和弥赛亚性，期待并维护另一种正义

的到来，允诺要摆脱任何形而上学的－宗教性的弥赛

亚主义，以产生一些事件、有效的行动形式、实践、组
织等，谋求人类幸福生活最好的可能性。 德里达谈论

的弥赛亚性并不像刘易斯那样人为地把乐观主义与

悲观主义对立起来，而是基于严肃革命的乐观主义

（积极行动期待正义的来临）而又奇妙地融合某种悲

观主义（化解始终不可消除的武力）。
第三，德里达“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是荒漠

般的、没有内容的、没有可识别的弥赛亚，只是一种形

式，因为任何允诺都必定具有弥赛亚形式。 同一者占

据的世界不接纳外来者，不欢迎相异者，必定是缺乏

生机的“荒漠”。 于是，解构并不是像阿甘本所说的一

种受挫的弥赛亚主义，而是一种被掏空任何宗教内容

的弥赛亚主义；解构也不是像阿甘本所说的一种弥赛

亚事物的悬置，而是一种弥赛亚事物的推延、被推延

到未来。 “没有内容”是指既没有弥赛亚主义那种历

史拯救的宗教内容，也没有弥赛亚主义的那些宗教上

的历史形象。 因为宗教、意识形态和拜物教的形式都

在弥赛亚这个存在结构中被解构了。 德里达也谈论

“没有宗教的宗教”，指的是有一般宗教的形式，而无

任何宗教的确定内容。 这种弥赛亚虽然“没有内容”，
但并不意味着它是空洞的、没有旨趣的、没有追求的。
弥赛亚主义的历史形象恰恰只有在“没有弥赛亚主义”
这种结构的普遍和准先验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作为

一种允诺，这种弥赛亚时时刻刻提醒不同的人们在多

元、差异的言语中共同断定一个事件将要到来、秘密来

临、总会降临，并尊重他者他异性的正义的到来。
第四，德里达“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也是对

某种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回应。 德里达的解构与

批判原则和弥赛亚精神紧密相关：德里达注重的一种

解构思维恰恰强调弥赛亚式断定的不可化简性因而

也是承诺的不可化简性、与法律分离的某种正义观念

的不可解构性；这种解构思维只有通过证明一种激进

的、无休止的、无限的理论和实践批判原则才能运作；

而这种批判属于一种向即将到来的绝对未来开放的

经验的运动，属于一种必然不确定的对他人和事件进

行期待的经验，这种批判因此就与某种弥赛亚精神存

在根本的亲缘关系。① 而德里达也主要是把马克思主

义批判精神理解为某种解放的和弥赛亚式的断定，该
断定允诺要摆脱任何教条、甚至任何形而上学的－宗
教的规定性和任何弥赛亚主义这样的经验。 “这种弥

赛亚仍然是马克思遗产的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是
一个不能也不应该被抹去的继承活动的标记和一般

遗产经验的标记。② 不过，德里达的弥赛亚精神与马

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虽然在呼吁改造时代、改造世界

这点上产生了共鸣，但就德里达质疑马克思主义本体

论和唯物辩证法而言，德里达就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

者，而只是一个解构主义者。
第五，德里达“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其

“弥赛亚虚拟空间”作为一个解构空间，使得弥赛亚事

物具有弥赛亚式犹豫特点。 德里达认为由当代科技

尤其是远程技术的延异部署开启的虚拟事件的运动

和速度能使我们较以往任何时候都能超越在场与其

表象、“真实时间”与“延搁时间”、有效性与其模拟

性、生与非生之间的对立，而弥赛亚事物就在这个可

能虚拟事件本身的边缘处颤抖、犹豫、徘徊，从而就不

会像血缘民族主义、故土民族主义那样不仅埋下仇恨

的种子，犯下滔天罪行，还什么都不允诺，根本没有未

来。 当然，这种弥赛亚式犹豫并没有使任何决定、任
何断定、任何责任瘫痪掉。 相反，它为任何决定、断定

和责任提供了基本条件。 它正是任何决定、任何断定

和任何责任的经验本身。③ 这个弥赛亚虚拟空间中发

生的虚拟事件模糊了旧边界而为他者腾出了可能的

栖居地，否弃了同一逻辑而制造差异活力，消弭了确

定性而重现异质性，因而是一个解构空间。 而在虚拟

事件周围徘徊的弥赛亚式犹豫也并非消极怠行，而是

有行动和担当，有允诺，也有未来。 德里达义不容辞

要遵循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精神，绝不仅仅是一种批判

理念或怀疑的态度，因为弥赛亚允诺只有通过行动、
实践和组织等新的有效形式才能得以遵守和实现而

不至停留在抽象、精神的层面。 因此，德里达“没有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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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亚主义的弥赛亚”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敏于思而

讷于行”的消极主义者。 虽然德里达的“新国际”要

与传统的政党、国家、国际决裂，但它并不是放弃而是

恰恰需要所有实际的或有效的组织形式。 虽然“新国

际”本质上只是一种没有机构的联盟友谊，但它能招

待和接纳具有差异性和他异性的他者的来临而尽到

好客的责任，以等待过去和现有政治制度都无法践行

的另一种自由民主理念的来临。 德里达的作为重聚

联盟的“新国际” （没有政党，没有祖国，没有民族共

同体，没有共同公民身份，没有共属于一个阶层），虽
然也强调联合，但这只是友谊式的国际联合，而非阶

级性的国际联合，没有要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

来”，因而，它显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意义上的“共产

主义”。 我们怎能期望德里达式的弥赛亚能超越历史

的终结、好客接待相异他者、开启无限未来而迎来无

限正义的降临？
第六，德里达“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也是对

西方主体性形而上学的一种回应，其解构主义渴望一

个从未出现、不可预测又即将到来的作为“不可能者”
的弥赛亚事物。 鉴于弥赛亚主义诸形象必定作为宗

教的、意识形态的或拜物教的构成而是可解构的，而
德里达“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则像正义一样

因预设了任何解构运动而是不可解构的，那么，这样

一种作为解构活动前提且其本身不可解构的东西是

否就是一个本源性的基础呢？ 德里达并不把它预设

为确定性的一个基础或我思的牢固基础。 “解构根本

不是一种关于我思的哲学，乃至它始于对我思的责

怪，如我可以说的那样，如同在其笛卡尔形式中，也可

以在其胡塞尔形式中。”①显然，从《论书写学》到《马
克思的幽灵们》，德里达还是秉承了其一贯的反我思

哲学的理论立场、解构传统形而上学的立场。 诚如阿

甘本所言，“在我们的传统中，一个聚焦基础和起源时

刻的形而上学概念与一个聚焦实现时刻的弥赛亚概

念是并存的”②。 而德里达始终要解构这种在场形而

上学和弥赛亚主义传统，并聚焦未来到来者。 因此，
德里达“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理论，就其设法摆

脱希腊－拉丁－基督教传统、解构欧洲中心主义、极权

主义、原教旨主义，坚定批判继承马克思遗产，秉承某

种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另起炉灶来描摹人类理想政

治图景而言，还是不失为一种有益的理论尝试，尽管

其可行性、有效性、现实性还有待进一步论证。
把过去折叠到现在的本雅明为逃避纳粹的迫害，

未能等到弥赛亚时刻的降临而自杀于二战苦难时代；
放眼未来的德里达在“和平岁月”未能战胜癌症病魔

而迎来“无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的到来；安于当下的

阿甘本所谓的“当代人”的弥赛亚生活也是遥遥无期。
新冠疫情、俄乌战争又为德里达所列举的暗淡的世界

图景增添了阴郁的色度。 虽然寄希望于未来不应成

为托辞，但人类探索现实与理想关系、苦难与希望关

系的理论和实践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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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ｍａｋｅ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ｉ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ａｔ
Ｄｅｒｒｉｄａ􀆳ｓ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ｃ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ｓｍ”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ｄｅｎｙ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ｓｍ， ｂｕｔ ｉｓ 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ｓｍ， 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 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ａｎｄ 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ｅｒｒｉｄａ􀆳ｓ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 ｉｔ ａｔ ｗｈａｔ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ｃａｌｌｓ ｔｈｅ “ ｅｎｄ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ｓ ｔｈｕｓ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ｓｍ， ｎｏｒ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ｉｓｍ， ｎｏｒ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ｕｔ ａ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ｃ；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ｓｍ；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ｒｒｉｄａ；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Ｗａｌｔｅｒ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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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４２ 页）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ａｎｄ “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ｌｙ 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Ｄｒａｆｔ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ｕｎ Ｑｉ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４３３，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 ｗｅｒｅ ｂｏｒｎ ａｌｏｎｇ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ｗｅａｖ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ｊｏ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ｙ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ｎｙ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 ｗｈｏ ｄｉｅｄ ｉｎ ｂａｔｔ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ｗｅ ｃａｎ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ｙ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ｗａ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ｗｅｒｅ ｆｏｒｍ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ａｔ ｗｅｒ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ｉｎｔｅｒｔｗ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Ｂ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ｈｏｗ ｔｈｅｓｅ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ｔｅｘｔ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ｗｒｉｔｔ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ｋ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ｌｉｎｋｅｄ， ｄｉ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ｏｐｅｎｅｄ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ｆｉｃ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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